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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自推翻帝制以来，“共和”在中国即进入主流政治话语，其正当身份从未被质疑过。可是，
缔造“共和国”的两场革命以“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命名，却表征了“共和”对
“民主”的某种从属性地位。这不难理解。因为，革命既要颠覆旧制序、砸烂旧世界，就绝
不能像请客吃饭、绘画绣花、读书作文那样，表现得文质彬彬、温良恭谦。革命是一场毫不
妥协的战斗，而“民主”则能为这场战斗发出动员民众的最强音。对它来说，“人民”为一方，
代表进步和正义；“敌人”为一方，代表反动和邪恶。双方阵线分明，势同水火。反动和邪
恶的“敌人”长期压迫“人民”，因此，“人民”代表进步和正义对“敌人”实施革命，就必
须除恶务尽，痛打落水狗。在如此紧张的革命力场中，“共和”关于“天下为公”的价值诉求，
可以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对接，通过“翻身解放”的庄重承诺而融入群众动
员；但相形之下，其兼容多元社会力量、平衡多元利益要求的治国主张，却难以在革命的价
值谱系里占得一个首级位置。充其量，“妥协”只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暂时采取
的隐忍策略，而“混合”也只能在结成广泛统一战线的意义上被理解为革命的致胜法宝。倘
若使之游离于革命的大目标之外，那就沦落成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了。
在当代中国，作为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的“民主”，被附加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等若干约束条件。这很重要。但是，从广义的政治文化生态来看，“民主”本身的正当性不
仅被确认，而且还逐步演化成了借以合法表达各种价值理念及利益诉求的最具开放性的政治
言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在当代中国已经取得了文化霸权地位，并不为过。于是我
们就看到，一方面，“民主”本身跃出政治范围，开始向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
广泛领域全面渗透，遂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文化民主”、“作风民主”之类的五花
八门的“民主变体”；另一方面，不管是来自政府系统的领导、决策、管理及各种形式的改
革举措，还是来自民间社会的建议、质询、批评及各种形式的利益表达，都纷纷向“民主”
靠拢，仿佛只要与“民主”打成一片，就能具备正当性或使自己的正当性得到更充分的证明。
只要揣摩一下“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便不难体会，那些被认为没有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
的行为，如何被小心而巧妙地拉开了与“民主”的距离。
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当代中国，一种“惟民主是举”的舆论力场不仅形成，而且其
势能作用之大，几乎是无坚不摧的。对很多人来说，“民主”本身究竟是什么已变得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不管什么都得设法被呼作“民主”。与此同时，“民主”本身究竟能做什么也成为一
个多余的设问，因为，其本质上的优越性已经成了确定无疑的标准答案。透过“进一步完善
民主”之类的诉求，我们固然可以发现不同取向之间的落差，但是，为捍卫“民主纲领”的
“硬核”而设法将批评矛头引向可以调整或舍弃的“保护带”，却被相关各方一并当成了最稳
妥的论辩策略。在这种策略的制导下，假如把研究重心放在指认“限制民主优越性充分发挥”
的特定的体制模式或外部条件，进而探索种种可能和可行的改进办法，应该说不无理论意义
与实践价值；但是，倘若超越这类特定的体制模式或外部条件，就所谓最完美的民主典范进
行追问，并明确或含蓄地认为，惟其在公共权力完全回归社会的公民自治意义上才可以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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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那就不但堕入乌托邦之境，而且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很难与民粹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作区隔了。
伴随着市场化进程，阶层分化日趋复杂和利益矛盾急剧凸显，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
个客观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面临严峻挑战，更肩负神圣使命。实际上，
构建和谐社会之为良好的治国方略，根本说来就是要探寻一种容纳并支援合作型博弈的制度
框架，设法以和平方式化解纠纷、平抑争端，而不是刺激社会成员的悲情和怨怒，更不是诉
诸公开的阶级斗争和暴力对抗。但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具有暴力色彩的革命文化不仅依
旧保持着惯性影响，而且，这种惯性影响还不断遭遇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一系列新型社会矛
盾，其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复杂效应，使我们有理由为“怨恨心理”与“和谐社会”的落差感
到担忧。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围绕协商式民主问题展开了持续讨论。除开学术旨趣，为和谐
立言的社会责任意识，显然是促成并推进这场大讨论的深层动因。只不过，建设协商型的和
谐政治文化，不但要弘扬民主精神，还应该发掘共和遗产。许多迹象表明，民主诉求的单兵
突进不仅会造成民主的超负荷运转，还有可能诱发一种亢奋与怨恨交织的民粹主义情绪。从
这个意义上说，开辟并拓展“共和”的话语空间，以缓解“民主”的压力、弥补“民主”的
不足，在今天已是当务之急。

